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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傳教士釋《易》的神學優位取向及影響 

張麗麗 

摘 要 

明清時期曾被視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第二次「百家爭鳴」階段。此

時，除了儒釋道相互攻訐進行思想碰撞外，歐洲科學和神學的傳入也為中

國帶來新的理論學說。這反映在當時的易學研究上，則表現為明清之際既

有重視天道的「自然易學」和重視人道的「人文易學」，也有來華傳教士們

重視「上帝」之道的「神學易學」。鑒於以往的學者們往往聚焦「自然易」

和「人文易」的研究，而忽視「神學易」的形成、嬗變與影響，本文擬以

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們對《周易》的理解和詮釋為中心，並揭示其理論背後

的「神學優位」取向。∗∗∗ 
通過考察該時期利瑪竇、曾德昭、衛匡國、高一志、白晉和馬若瑟等

人對《周易》的理解和詮釋，不難發現傳教士內部對《周易》有一個從否

定排斥到肯定接納的轉變。明末的傳教士們排斥《周易》的根本原因在於

「太極生兩儀」的宇宙創生主張同「上帝」創世相矛盾。因此他們將「太

極」解讀為「第二性的」、「依賴者」，曲解「帝出乎震」的文本原意，堅持

「神學優位」的詮釋立場。這引起晚明本土學者們的強烈反對，因此雙方

圍繞以「上帝」和「太極」為中心的兩種宇宙創生模式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清初「索隱派」的傳教士則通過將《易經》定性為「東方的《聖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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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易經》「太極」創生宇宙圖式的認可。換言之，耶穌會士們在保持「上

帝優位」的情況下，承認「上帝」創造《易經》而《易經》再造天地。 
明清之際釋《易》所形成的「上帝優位」模式在海外易學的發展中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被稱為英語世界易學發展史上的《舊約全書》和

《新約全書》的《易經》譯本均帶有「神學優位」的翻譯取向和特徵。時

至今日，仍然有英譯本《易經》保留了這種「神學優位取向」的翻譯習慣，

如仍將「帝」翻譯為「God」。因此，作為海外易學源頭的「神學易學」模

式值得被關注和研究。 

關鍵詞：易經、傳教士、太極、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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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logical Priority Orientation and Influence  
of Missionari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era 

Zhang Li-li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once regarded by some scholars as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a. During this time, 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among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heology, bring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China. This was reflected in Book of Changes studies (Yi 易學) 
of the period, which featured three distinct approaches: the “naturalistic Yi” 
emphasizing the heavenly way, the “humanistic Yi” emphasizing the human way, 
and the “theological Yi” introduced by missionaries, which centered on the way 
of God. Given that previous scholars often put their focus on the former two 
interpretations while neglecting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theological Yi.” This paper, through presenting how missionaries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Book of Changes, argues a theological superiority orientation 
in their works. ∗ 

By analyz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Matteo Ricci, Alvaro Semedo, Martino 
Martini, Alfonso Vagnoni, Joachim Bouvet, and Joseph de Prémar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missio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underwent a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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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itial rejection to eventual acceptance.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rejected the Book of Changes primarily because the cosmological concept of 
“Taiji 太極 generating the Two Modes” contradicte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divine creation by God. Consequently, they reinterpreted Taiji as a “secondary” 
or “dependent” entity, distort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phrase “Di emerged 
from Zhen 帝出乎震” to align with their theological stance of divine primacy. 
Thi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was met with strong resistance from late Ming 
domestic scholars, leading to intense debat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regarding 
the competing cosmological models of God and Taiji. By the early Qing period, 
the Figarist missionaries sought to reconcile Book of Changes cosmology with 
Christian theology by redefining the text as the “Eastern Bible,” and hence 
recognized the model of “Taiji creates the cosmos.” In other words, while 
maintaining the primacy of God the Jesuits acknowledged that God created the 

Book of Changes, which in turn described the creation of the cosmos. 
The God-centered interpretative model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Yi studies 
abroad. For instance, the so-call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both have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Even today, some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book retain this translation 
habits, continuing to render Di as God. Therefore, the “theological Yi” model, as 
the origin of the overseas school of Yi studies, merits further scholarly attention. 

Key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Missionary, Taiji,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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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緣起 

黃宗羲（1610-1695）用「天崩地解」來形容明清之際的早期階段，1此

時不僅有王朝交替、觀念變更、經濟形態鼎革，還有歐洲文化的傳入和中

歐思想的初次交鋒。當時的學界不僅有儒釋道相互攻訐進行思想碰撞，還

有歐洲的科學和神學等新理論衝擊著本土固有的文化。因此，明清之際曾

被學者們視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第二次的「百家爭鳴」階段。 
明代初年，程朱理學是社會的正統學問，影響非常廣泛，並在學術界

占有主導地位，呈現出「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情形。2《明史》的

記載可以使我們窺探其一隅： 

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

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3 

也就是說，明初的學者們多承繼朱熹（1130-1200）一系的理學思想，重視

道統的同時，存在墨守成規、沿襲舊說、不敢創新的弊病。這些學理研究

上的弊端導致程朱後學不斷衰落，以及明代中後期另外兩種聲音的湧現：

一種是強調復歸漢代的經學傳統，重視考據、辨偽、輯佚等內容；4一種是

突破理學藩籬而創建的心學傳統，重視人的價值和「格物致知」的道理，

並且提出良知、良能等概念來重塑儒家的天人關係。明代末年，心學又逐

漸同佛學相融合，強調虛空的心之體，撼動了自宋代以來儒家確立的理學

正統地位。但是，在黃宗羲等儒者看來，過於重視修身養心等內容會造成

儒家忽視其「入世」的現實關懷。因此，當時的儒者格外強調經世致用的

價值，並以此來克服陽明心學和佛學所帶來的「出世」危機。 
此時的易學思想和理論也是「在理學、心學、佛學三者相互碰撞、即

對峙即交融之學術背景下形成的」。5林忠軍等撰《明代易學史》將當時的

易學研究劃分為五大派別：以曹端（1376-1434）、薛瑄（1389-1464）和蔡

 
1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645-646。 
2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姚江學案》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0，頁 179。 
3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儒林列傳》第 2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82，

頁 7222。 
4 參見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頁 134。 
5 林忠軍、張沛、張紹宇：《明代易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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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1453-1508）等人為代表的「理學易」；以陳獻章（1428-1500）、湛若水

（1466-1560）和王陽明（1472-1529）為代表的重視修身工夫的「心學易」；

以錢一本（1539-1610）、高攀龍（1562-1626）等人為代表，會通理學和心

學的「義理易」；以來知德（1526-1604）和黃道周（1585-1646）為代表，

重視漢代天文曆法的「新象數易」；以藕益智旭（1599-1655）為代表，以

禪解易的「佛學易」。6書中還介紹方以智（1611-1671）的醫學和易學會通

的「醫學易」。結合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7愈到晚明時期易學研究的

內容和主題就愈加多樣。「非正統」的易學成果也愈加頻繁地出現，易學研

究的融合性也愈加突顯出來。這種融合一方面體現在將「理學易」同漢代

的易學結合起來，形成重視天道的「自然易學」體系；另一方面體現在將

整個宇宙的生機貫通落實在人心的探究上面，形成重視人道的「人文易學」

體系。雖然「明末天主教的傳入是一次大規模的文化輸入活動」，8「是中

國和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高層知識界的第一次接觸和對話」，9但學界較少

關注此時來華傳教士所形成的重視「Deus」10及從神學角度所翻譯、理解

和形成的易學解釋模式。 

 
6 參見林忠軍、張沛、張紹宇：《明代易學史》，頁 12-443。 
7 參見楊自平：〈錢一本以人道通三才的「像象」說釋《易》析論〉，《中國哲學史》2023

年第 4 期，頁99-107；陳德明：〈論程朱易學之異同及其明代和會〉，《船山學刊》2014 年

第 4 期，頁138-143；李波：〈明代桐城方氏學派易學研究〉，《周易研究》2011 年第 5 期，

頁34-43；肖滿省：〈明代福建易學述要〉，《東南學術》2010 年第 5 期，頁177-184；郭素

紅：〈明代易學中的漢學傾向〉，《東岳論叢》2009 年第 10 期，頁110-113；任利偉、任麗

偉：〈近百年來明代易學研究述評〉，《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0 卷第 8 期

（2008 年 6 月），頁 56-62。 
8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76。 
9 ［荷］許理和（Erik Zürcher）著，辛岩譯：〈十七―十八世紀耶穌會研究〉，收於任繼愈

主編：《國際漢學（第 4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 年），頁 429。 
10 傳教士內部曾就如何翻譯其最高神（即拉丁文的「Deus」）產生過激烈的爭論，後形成了學

界談及的著名的「譯名問題」（Term Question）。當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等人從「適應策略」（strategy of accommodation）出發，用中國古籍中固有的概念「天主」、

「上帝」、「帝」等來翻譯 Deus。他們認為這樣的翻譯能夠讓中國人感到親切，更容易吸

引他們信奉天主教。而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等人則從護教的立場出

發，反對使用中文的概念來翻譯 Deus，而是堅持使用音譯的「陡斯」。龍華民指出，「天

主」等詞彙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有固定的內涵和意義，使用這些本土詞彙來翻譯 Deus 的

話，會阻礙中國的信眾理解天主教真正的教義。考慮到來華傳教士對 Deus 的譯法非常多

樣，以及「帝」概念在《周易》的文本中還有其他的解釋可能，本文將對 Deus 的翻譯和

使用作如下技術處理：（一）在涉及到具體的傳教士的觀點和內容的時候，採用其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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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學者將「明代易學」和「明代傳教士

思想」視為兩個獨立的個案分別進行研究，且這兩類研究鮮有交集。在「明

代易學」研究方面，主要存在整體性的歷史回顧研究、專題性的問題研究

以及個體性的人物研究。以林忠軍等撰寫的《明代易學史》為例，該書選

擇明代 25 位具有代表性的易學家，以及三十餘部易學專著作為研究對象。

該書對明代幾乎所有的易學人物和書籍均進行收錄、整理和歸類。然而，

非常遺憾的是，書中雖然反覆提及晚明時期易學詮釋出現新方法，並呈現

多樣性的詮釋體系和研究模式，但是仍然沒有涉及到傳教士是如何理解和

詮釋《易經》的。對明代易學的專題研究和人物的易學思想研究則更少涉

獵「傳教士是如何譯介和理解《易經》」這一問題，更遑論探究其易學研究

模式的形成、特點，以及對後世海外易學的影響。11 
相較而言，在「明代傳教士思想」方面，學界的研究成果明顯更為豐

厚一些，特別是在「天人關係」問題以及利瑪竇的「適應策略」方面進行

了重要探索。前者關注的重點在於「儒耶對話」的可能性，即明末來華傳

教士如何讓「天主教」的信仰在明末「百家爭鳴」的語境中獲得一席之地；

後者則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闡述個別傳教士是如何理解並利用中國典籍

來達到其傳教的目的。12 

 

翻譯方法以確保引文的準確和可靠；（二）在涉及到英譯本的《易經》的時候，採用其通

用的作法，即使用英文詞彙 God 來翻譯拉丁文的 Deus。因為 God 不僅能夠指稱傳教士

們認可的最高神 Deus，而且可以代指中國典籍中的「帝」等相似概念；（三）在涉及到

末學自己的研判和論證的時候，使用「神」概念來指稱 Deus。 
11 目前大陸學界對於明代易學的專題研究，主要包括程朱理學易，或者地方性的易學知識

建構（分見陳德明：〈論程朱易學之異同及其明代和會〉，頁 138-143；肖滿省：《明代福

建易學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1 年］）。對於明代易

學的人物研究則涉及蘇浚（1542-1599）、羅汝芳（1515-1588）、來知德、蔡清，清代黃宗

炎（1616-1686）、方以智、劉宗周（1578-1645）和藕益智旭等。 
12 參見林月惠：〈太極與萬物一體：利瑪竇對宋明理學的詮釋與批判〉，收於《東亞儒學的

終極真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頁 161-209；王慧宇：〈早期

來華耶穌會士建立儒耶對話的嘗試―以羅明堅「十誡／祖傳天主十誡」為例〉，《哲學

與文化》第 46 卷第 8 期（2019 年 8 月），頁 111-125；魏思齊：〈西方早期（1552-1814
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若干思考〉，《漢學研究集刊》第 8 期（2009 年 6 月），頁 89-121；
侯皓之：〈衝突與適應：盛清時期在華西洋傳教士文化衝擊與因應調適〉，《史學彙刊》第

3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1-185；孫尚陽：《明末天主教與儒學的交流和衝突》（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2 年）；［法］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

在華傳教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Nicolas Standaert, “Incultu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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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學界也有部分學者注意到對「傳教士易學」的探索和研究。其

研究的內容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對於整個傳教士易學史的梳理和

回顧；究竟是哪位傳教士率先將《易經》帶回歐洲地區；「譯名問題」，如

《易經》中的「帝」是否為傳教士提到的「Deus」；個別具有代表性的傳教

士易學思想闡釋、易學體系解讀以及相關影響研究。學界對於傳教士易學

史的回顧往往同《易經》的海外傳播結合在一起，偶爾散見在對來華傳教

士的介紹性文本之中。這些內容零星地分布在各種書籍和文章裡面，具有

碎片化的特質，需要仔細地加以甄別和整理。13其中不乏一些錯誤的觀點或

論證，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材料加以證實或證偽。14另外，學者們對《易經》

海外傳播的梳理通常繞不開起源問題，即「究竟是誰最先將《易經》譯介

至西方」？林金水、張西平和梅謙立（Thierry Meynard）等人均發表了自

己的意見，他們分別認為利瑪竇、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6-1658）
和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是將《易經》傳入西方的第一

人。15該爭辯就其本質來講，還是重在探究誰對《易經》海外傳播的影響

更大，誰奠定了後世海外易學研究模式的基調。 

 

Chinese-Christian contact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g Feng 34.4 (1991): 209-227。 
13 參見楊宏聲：〈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之《易》說〉，《周易研究》2003 年第 6 期，頁 41-58；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賴貴三：《東西博雅道殊同：

國際漢學與易學專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 年）；張麗麗：〈西方易學研究發展

的四個階段―以《易經》的性質為中心〉，《文史哲》2024 年第 3 期，頁 118-127；李

偉榮：《英語世界的《易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er. Co., 
1975)；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比如明末諸儒曾就宇宙究竟由「理」、「氣」、「太極」還是「上帝」作為基本原則的問題

進行過激烈的爭辯。徐昌治（1582-1672）專門編撰《破邪集》來呈現當時本土思想與

海外理論的論辯和交鋒。在此大環境和背景下，有些學者曾認為黃宗羲「天一而已」

的思想可能主要針對的是天主教內部的唯一「神」。但是，陳暢通過對比黃宗羲、羅

汝芳、劉宗周和耶穌會士的思想，指出黃宗羲的《破邪論》並非為了批評耶穌會士而作。

《破邪論》主要的批評對象是陽明心學，「天一而已」並非說明唯一神「Deus」，而應該

是「天地間只有一氣」。因此，對於個別的概念或者觀點，仍然需要結合文本進行針對性

的分析和辯論。參見陳暢：〈天道與經世―黃宗羲《破邪論》與明清之際「天學」嬗變〉，

《社會科學》2023 年第 2 期，頁 33-42；吳根友：〈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對歐洲文明的拒斥

與接受〉，《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 1 期，頁 32-43。 
15 參見林金水：〈《易經》傳入西方考略〉，《文史》1988 年第 1 輯，頁 365-383；張西平：《傳

教士漢學研究》，頁 127；［法］梅謙立著，陳崗譯：〈《易經》在西方的第一次介紹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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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問題外，傳教士內部就如何翻譯天主教的教義和核心概念，也

產生過極大的分歧。其中最能引發學界關注的概念就是「神」，即如何將耶

穌會士所信仰的「Deus」精準地翻譯成漢語。這個翻譯不僅關係著翻譯者

的立場、「信達雅」原則，還關係著華文的翻譯，是否可以將真正的「福音」

傳遞到中國人的心中。利瑪竇和龍華民在此問題上產生過分歧。前者希望

使用中國典籍中的「帝」或「上帝」來翻譯「Deus」，這樣當時的中國人會

因為覺得詞彙熟悉而更容易接受天主教的教義和信仰模式；龍華民則認為

應該使用音譯的「陡斯」來翻譯「Deus」，這樣能夠保留「原汁原味」的天

主教思想，進而吸引真正理解和認同天主教的中國教徒。16雖然雙方爭論不

休、各不相讓，但他們的核心訴求是一致的，即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服務於

如何更好地傳教這一使命。後來歐洲興起幾次「中國熱」的研究浪潮，學

者們也逐漸開始從宏觀的介紹性研究，轉變為對具體人物開展研究。除上

文提到的利瑪竇、曾德昭和柏應理等耶穌會士接觸過《易經》外，明清之

際的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640）、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和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等人，也有自己對《易經》的理解。但是，在宗教視

域下對《易經》進行「逐字逐句」的解讀、系統地闡釋，以及創造性地研

究的傳教士是白晉。17他不僅更改了《易經》的性質，而且還使用「索隱」

 

譯〉，收於張西平主編：《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北京：

經濟出版社，2016 年），頁 84-96。 
16 詳情可參見夏伯嘉：〈天主教與明末社會：崇禎朝龍華民山東傳教的幾個問題〉，《歷史研

究》2009 年第 2 期，頁 51-67；［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著，何麗霞譯：《可親

的天主―清初基督教論「帝」談「天」 》（臺北：光啟文化，1998 年）；紀建勛：《歷

史與漢語神學―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的證明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宗教學系博

士學位論文，2012 年）。 
17 參見陳欣雨：《白晉易學思想研究：以梵蒂岡圖書館見存中文易學資料為基礎》（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Mu Xiaofeng, Joachim Bouvet’s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and His 
Mathematical Model (Ph.D. Thesis,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20)；楊

平：〈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索隱法詮釋〉，《周易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39-46；蔡郁

焄：〈衛德明《變易―易經八講》研究述評〉，《中國學術年刊》第 35 期（2013 年 9 月），

頁 57-79；蔡郁焄：《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論文，2014 年）；賴貴三：〈中西易學喬梓雄―德儒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綜論〉，

《周易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68-75；范勁：《衛禮賢之名：對一個邊際文化符號的考

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Hon Tze-ki, “A Comparison of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31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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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解釋《易經》中的核心概念（比如使用「三位一體」來解釋「三

才之道」等）。他的釋《易》方法和角度，不僅影響了後來的「索隱派」，18

奠定耶穌會士內部「神學優位」的解釋原則，還對海外易學的發展模式，

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鑒於以往的學術研究中，缺乏對明清之際傳教士易學思想的系統梳

理，本文認為對明清易學的回顧和研究，需要補足這塊短板。另外，明末

徐昌治（1628 年謁訪金粟寺）編輯整理的《辟邪集》，就是為了反駁天主

教教義和思想而創作的。這說明當時的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闡釋，已經與

學界產生互動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索。最後，明清之

際傳教士的易學研究是海外易學發展的源頭，為後來《易經》在海外的發

展奠定了研究基調。傳教士們翻譯和解釋《易經》的「神學優位」模式，

被後世學者以不同的方式承繼下來。因此，本文以明清之際傳教士們對《易

經》的翻譯、理解和詮釋為中心，揭示「神學易」的海外易學流派的形成、

嬗變及影響。 

二、 利瑪竇否定《易經》的原因：宗教視域下「帝」的獨立性、唯一性

和排他性 

學界基本認同明代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率先接觸並學習了《易經》。他

們直接的證據就是利瑪竇不僅最早對《易經》中的「帝出乎震」一句，提

出自己的見解，而且他的重要著作《天主實義》中，還多次提到「乾」、「坤」、

「震」等卦名和卦象。特別是在〈解釋世人錯認天主〉的論證中，他明確

反對《易經》中「太極生兩儀」的宇宙創生模式。19那麼，在利瑪竇為數不

 
18 「索隱派」（figurism）在歐洲文化和思想的歷史長河中，有兩層含義。一是，該派泛指

歐洲歷來存在解釋《聖經》的「索隱」傳統。使用「寓意」引申的方法來保證《舊約》

和《新約》思想和教義的一致性。二是，特指由白晉所使用的對古籍的「注疏」、「考證」

和「解釋」的方法。白晉及後來法國耶穌會士在傳教過程中，試圖將歐洲固有的「寓意」

方法同明清之際的「訓詁」和「考據」結合起來，保證天主教神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的易

學思想的一致性。本作所使用的「索隱派」主要指的就是由白晉所開創的並被康熙帝支

持的方法。他們試圖從中國典籍（特別是《易經》）中去追尋《聖經》中的神諭和教義，

奠定了海外易學的基調，因此這些「尊經派」或「《易經》派」值得被關注。參見賴貴三：

《東西博雅道殊同：國際漢學與易學專題研究》，頁 138；張西平：〈索隱派的代表人物

白晉沉寂研究〉，《甘肅社會科學》2022 年第 3 期，頁 132-141。 
19 張西平、［義］馬西尼（Federico Masini）、任大援、［義］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鄭州：大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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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涉及《易經》的元素中，為何他對「帝」和「太極」如此排斥呢？本

小節擬圍繞《天主實義》中利瑪竇本人的論述展開，揭示其對「帝」和「太

極」的論證中出現的「自相矛盾」的邏輯問題，繼而呈現利氏評析《易經》

背後的「神學優位」的影響因素。 

（一）宗教視域下的「帝」不能「出乎震」 

利瑪竇初入中國的時候，最關心的課題就是如何在中國的典籍中找到

「Deus」存在的證明。在《天主實義》中，利氏引用《中庸》、《詩經》、《易

經》和《禮記》等古典文本中出現的「上帝」或「帝」等內容，來論證「Deus」
在中國的存在。明代的學者李之藻（1571-1630）也支持利瑪竇的這種作法，

並評價說：「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創矣。」20換言之，他們都認為中國的

傳統和文化典籍中，本來就有「Deus」的內容和信仰傾向，而中國人以往

並沒有認識到這些內容。利瑪竇的任務，就是將這種宗教傾向或者信仰模

式揭示出來，讓當時的國人認識到「上帝」。 
但是，在具體的論證中，利瑪竇發現《易經》中提到的「帝」，與《中

庸》等古籍的「上帝」不同。特別是《周易•說卦傳》涉及到「帝出乎震」、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21利瑪竇強烈反對〈說卦傳〉的這種解釋，他

說：「《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

出于一乎。」22在利瑪竇看來，《易經》中的「帝」，就是天主教的最高「神」。

當時的學者李之藻也認同這種說法，他在為《天主實義》所作的序中提到： 

說天莫辯乎《易》，《易》為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為君為父。

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為帝者，天之主宰。23 

李之藻也認為，用「帝」來解釋天主教的「神」是中國傳統固有的解釋方

案，朱熹（即引文中提到的紫陽氏）在宋代就已經使用這樣的解經方法和

 

社，2014 年），頁 226-227。 
20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163。 
21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注疏》（臺北：藝文

印書館，1965 年），卷 9，頁 183-184。 
22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226-227。 
23 同上註，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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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方向。利瑪竇很可能是「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24即使

用天主教的教義和思想內容，來維護中國本土的「帝」，作為「天之主宰」

的正統性和正當性。但是，利瑪竇本人對「帝」的理解，真的如李之藻所

談及到的那樣，是為了排斥邪說、維護中國之「帝」的本意嗎？這樣的話，

就不得不回到中國傳統對「帝」的認識和理解上來進行。 
中國古代的先賢們對「帝」的理解，歸納起來主要有四類：一是，將

「帝」視為「萬物之主」。例如，在《周易正義》中孔穎達（574-648）引

王弼（226-249）「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齊巽者也」，25並解釋

說「此帝為天帝也。帝若出萬物，則在於震」。26朱熹也認同「帝者，天之

主宰」。27清代末年的尚秉和（1870-1950）也說：「帝，神也，主宰萬物者

也。」28二是，將「帝」理解為「旺氣」。例如李鼎祚（758 年上奏文）的

《周易集解》中引崔憬（699 年官魏州司士）的說法：「帝者，天之王氣也，

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出生……以其周行天下，故謂之『帝』。」29近代人

黃壽祺和張善文也支持這種說法，他們認為「帝，古人心目中的大自然主

宰，此處當指大自然生機的元氣」。30三是，將「帝」視為花蒂。鄭樵

（1104-1162）認為：「帝象花蒂之形。」31《周易譯注》中引《說文解字》

中「帝」的本字（ ），並指出該本字像「花萼全形」。32因此黃壽祺和張善

文推測，崔憬的說法可能更合理。即「帝」是根據天氣的變化，不同的氣

「王」（旺）階段，花的開放程度有所差別。四是，將「帝」視為北斗七星

的「斗柄」。持此觀點的主要是今人鄧球柏，他認為「帝，讀為蒂，借為被

扣七星的斗柄」。33 

 
24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164。 
25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盧光明、李申整理：《周易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整理

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第 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85。 
26 同上註。 
27 ［宋］朱熹注：《周易本義》（天津：天津古籍書店，1986 年），頁 349。 
28 ［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24。 
29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267。 
30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432。 
31 鄧球柏：《白話易經》（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頁 621。 
32 同上註，頁 432。 
33 同上註，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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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最後一個「斗柄」的解釋，確實無更多的史料依據，暫且懸置

此判斷。而第二和第三這兩種解釋，實際上「殊途同歸」，即均將「帝出乎

震」視為對自然的抽象化表達。不同季節的流轉（即旺氣的變化），能夠在

世間萬物（如「花蒂」）的生長中有所體現，「帝出乎震」很可能是對這種

自然現象抽象化的凝鍊和表達。而且，「震」除了象徵東方之外，還有長子

的含義。〈說卦傳〉提到過「震一索而得長男」，34即以家庭及其成員為比喻，

來說明八卦所暗含的陰陽爻順序，以及背後「擬人化」的宇宙生成發展規

律。但是，如果真的像李之藻所說的那樣，「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

所以為天」，35利瑪竇其實應該承認《易經》的「帝出乎震」的本義，及其

背後的宇宙創生模式。 
但是，我們從利瑪竇的論述中，可以非常清晰的發現，他並不認可這

種自然的、無神論的傾向，而是比較肯定朱熹的「帝」為「天之主宰」的

說法。但是，如果結合《史記》等文本來綜合考察的話，「帝」也非常有可

能對應著中國古代的「東宮蒼帝」。從〈說卦傳〉提到「萬物出乎震，震東

方也」，和〈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故受之以『屯』」來看，36萬物要從〈屯〉（ ）的下卦〈震〉（☳）開始。

《史記•律書》也記載：「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众物盡出也。」「房

者，延萬物門戶也，置於門則出矣。」37這裡提到了「震」、「東方」、「萬物」

和「房者」的關係，其中「房者」應該就是「房宿」（即〈律書〉中提到的

「萬物門戶」）。結合《史記•天官書》：「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

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夭為之起。……白帝行德，畢、昂為之圍。……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38這裡的「五帝」其實是配五行的，而〈說卦傳〉

中的「帝」，很可能是「五帝」的總稱，而真正的「帝」只能有一個，即「太

一天帝」。只是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名稱。而春天的時候，就是「蒼帝」，

也就是萬物得以出生的地方。如果這樣看的話，中國古代也有與天主教神

學類似的宇宙起源主張。但是利瑪竇似乎也不支持該內容。他使用朱熹等

 
34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注疏》，卷 9，頁 185。 
35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164。 
36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注疏》，卷 9，頁 187。 
37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

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25，頁 1245。 
38 同上註，卷 27，頁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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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帝」的「天之主宰」來翻譯和解釋「Deus」，這樣既能夠保留「帝」

本身的宗教神秘的特點，又能夠使「帝」脫離《易經》原來的「無神論」、

「自然化」的宇宙生成框架。 
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會發現，利瑪竇實際上既不接受「帝」作為「氣」

的流行變化的宇宙生成主張，也不支持中國固有的「五行」配「五帝」的

「太一」（即「太極」）模式。他拒絕《易經》本身「帝出乎震」的整套宇

宙生發模式，很可能是因為天主教堅持的「神」創世界裡面「神」是唯一

的、排他的和獨立的。宇宙萬物的終極本源和依據，只能是天主教的「神」，

而不可能是中國典籍中的「天」、「太極」、「理」、「太一天帝」。於是，在利

瑪竇的論述中，中國固有的本源，只能降格為「依賴者」，需要依附於「獨

立者」、「神」，才能獲得其合法的地位。39可是，《周易》的卦爻辭本來，就

是「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的產物。40如上文所論述的那樣，「帝出乎震」可以被解釋為中國

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宇宙生成框架。但由於利瑪竇在解釋《易經》的時候，

始終將「神」放在首位，將天主教義放在優先位置，因此他必然不能承認

中國的宇宙生成主張（或者有神，或者無神）。因此，他只能得出「帝」不

能「出乎震」的結論。 

（二）宗教視域下的「太極」也不能是「本源」 

在「帝出乎震」的解釋方面，利瑪竇對「神」的優先位置的堅持，可

能還是比較隱蔽的解釋線索。可以解釋為他初入中國不太懂得中國的文化

和漢字，或者也可以辯解說他可能存在因為誤解，無法發現「帝出乎震」

背後兩條不同的宇宙創生模式：一種是帶有氣化流行的模式，一種是在宗

教萌芽的「帝」的五行更迭的生發模式。那麼，在他對《易經》「太極」生

天地的排斥和否定中，他翻譯、理解和解釋《易經》的「神學優位」取向，

則展現得比較明顯。在《天主實義引》中，利瑪竇先闡明他所堅持的「神」

的唯一性立場，他說：「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以一，天地有二主

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41認為天地之間只

 
39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216。 
40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周易注疏》，卷 9，頁 182。 
41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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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一」的主宰，並通過駁斥「天地有二主」，來論證「神」的唯一性和

至上性。雖然在上文中，可以看出利瑪竇否認天地作為宇宙的起點和原動

力。但利氏肯定《周易》探索「乾坤之元」的做法。這等於間接肯定陰陽

變化的價值，即兩儀生成發展的宇宙規律。但囿於「天主創世」信仰中，「天

主」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他反對將「太極」視為天地之上的創生源頭，即

指出「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為宗，以誠為學。不知尊旨誰是」。42 
在利瑪竇看來，萬物「尊旨」的只能是天主教的唯一「神」，因此他反

對「太極」是萬物主宰的首要任務就是從信仰層面否定「太極」的價值： 

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於天地

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為「上帝－萬物」之祖，古

聖何隱其說乎？43 

利瑪竇對「太極」是宇宙起源的反駁，有個明顯的邏輯問題，即自相矛盾。

雖然中國的「古經書」有諸多關於「帝」、「天帝」、「上帝」的記載，但這

些概念的本義，並不能等同於傳教士的「神」的本義。「帝」和「神」之間，

只是有相通性但沒有相同性。嚴格來講，在中國的典籍中，既無法找到「太

極」是萬物之主，也不可能出現「神」是萬物之主。因此，不應該從古經

中是否有「尊奉太極」，來證實或證偽「太極生兩儀」的說法。 
但是，在神學的背景下，該論證又有其合理之處。一是，利瑪竇在中

國的古籍中，找到諸多「帝」是「天之主宰」的論述，但確實並未發現「太

極」和「天之主宰」或「帝」有任何相關性。這等於從「擬人化」和「具

象性」的層面，否認了「太極」的存在。二是，「太極」並非中國人的信仰

層面的宗教概念，人們可能會供奉祖先或祭祀上天，但他們幾乎不會祈禱

得到「太極」的庇佑。這樣「太極」不僅無法給人的生活提供任何精神依

託的價值，而且在「神」的「擬人化」表達方面也無法實現。於是，利瑪

竇從神學的層面否定了「太極」的信仰價值。三是，宋明時期強調「無極

而太極」，這暗含著將「無」視為宇宙的起點和原動力，而耶穌會士絕不認

可「無」作為「萬物」的起源。如果以「無」作為起源的話，等於承認「無

 
42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209。 
4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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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論」的宇宙生成模式，這會對天主教「有神論」提出顛覆性的挑戰，傳

教士堅決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利瑪竇在信仰層面否認「太極」的神學價值後，他又從「宇宙緣起」

的角度，否認「太極」的本體價值。「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

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

知已。」44從此段話推測，利瑪竇應該是以「河洛之數」來理解「太極」。「河

圖」和「洛書」中，出現諸如三、五、七、八等象，也確實並未給出「太

極」的「具體形象」。因此，以神學體制為宗的利瑪竇很難理解，為何沒有

「具身形象」的「太極」，可以作為宇宙的「創造者」。接著，他在「太極」

與「理」的關係中，進一步強化了「太極」是「依賴者」的定位。他說： 

太極之說不能為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

賴者。……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

賤也。……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為天地萬物之原

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45 

利瑪竇認為，無論是「理」還是「太極」，都不能自己化生自己，不能作為

自己的起點和原動力，更不能創生宇宙萬物成為「萬物的本源」。「太極」

因其「依賴者」的身份喪失本體論和宇宙論層面的價值，成為在價值上低

於「神」且依附於「神」的存在。如果暫且將利瑪竇這樣理解「太極」是

否合理懸置不談，單就其論證的內容進行研判的話，利瑪竇釋《易》的時

候，保持了「神學優位」的詮釋取向。 

三、「神學優位」：晚明傳教士釋《易》的基本模式 

利瑪竇對《周易》中「帝出乎震」和「太極」的拒斥，主要與其釋《易》

時的神學取向息息相關。在他的論述中，「神」永遠在價值上優於《周易》

中的「帝」和「太極」。 即便「帝出乎震」可能暗含了中國某種帶有宗教

色彩的宇宙創製結構，利瑪竇依然選擇放棄這種解釋。由於他對《周易》

「太極」的理解與傳統易學詮釋嚴重不符，晚明時期諸儒、眾僧和官員，

對利瑪竇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44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215。 
45 同上註，頁 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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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知太極」：「太極」不是「依賴者」 

晚明時期的研究者，並不認同利瑪竇對《周易》「太極」的解釋，在徐

昌治所編的《辟邪集》中可以窺其一隅。明末許大受在〈聖朝佐闢題解〉

中提到： 

按彼《天主實義》云：「竊聞古先君子敬恭天主。未聞有尊太極

者。如太極為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太極之說甚難合理。」

斥擊《周易》，累若干言。嗟嗟，甚矣！夷人之敢於非聖，而刻

其書者之敢背先師也，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然後化生萬物，此乃畫前原《易》。夷輩此言，如

生盲人，寧見天日。46 

許大受對利瑪竇的批評是非常客觀而公允的，利瑪竇在釋《易》的時候，

確實並未尊重《周易》原本的宇宙創生主張。特別是對「帝」的理解上，

幾乎只採取了對其有利的解釋方案。在對「太極」的解釋上，也以自己的

神學取向為中心，將「太極」排除在宇宙創生的框架之外。但是「太極生

兩儀」本就是《周易》宇宙論的中心內容，如果解釋《周易》時，忽視「原

《易》」的話，確實不符合中國的注疏傳統。 
陳候光在《辨學芻言》中，更是反對使用「依賴者」來定位「太極」。

因為「孔子揭『太極』作主宰，實至尊而至貴；彼則判『太極』屬依賴，

謂最卑而最賤」。47這種故意「卑太極」的解釋，引起了陳候光的強烈不滿。

這種不滿和批判，在另一段記載中表現出來： 

東庠居士曰：利竇歷引上帝以證天主，皆屬附會影響，其實不知

天，不知上帝，又安知太極？……昔賢謂說天者莫辨乎《易》，

伏羲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羅宇宙之法象，孔子

又溯其從出之原，特揭「易有太極」一句。故下面遂雲生兩儀，

生四象，生八卦，顯矣，亦玄矣。惟能認得太極為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之主宰，便不落意識界中。48 

 
46 ［明］許大受：《聖朝佐闢‧自序》，收於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

刊》第 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頁 387。 
47 ［明］陳候光：《辨學芻言》，收於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4 冊，頁 401。 
48 同上註，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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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可知，當時的學者研判傳教士「不知天」、「不知上帝」、「不知太

極」。利瑪竇在論證「太極」是「依賴者」的時候，提到「太極非他物，乃

理而已」，49這種簡單地將「太極」等同「理」的做法，實際上忽視「太極」、

「理」、「氣」的「即體即用」、「體用不二」的關係。雖然陳候光這裡並沒

明說，但實際上他已經點出利瑪竇釋《易》的神學取向的問題，以及「傳

教士易學」同「中國傳統易學」之間的根本差異。「不落意識界中」，間接

點明傳統的釋《易》，是將《周易》視為類比自然萬物生成變化規律而作，

至少應該是一種無神論的「自然哲學」。而傳教士卻通過「卑太極」等做

法，強行將「神」視為宇宙的最高起源，於是《周易》的創生框架，只能

依附於天主教的唯一「神」。一旦《周易》中的「太極」，不再作為「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之主宰」，那它就只能成為「神」的附屬品，變成「依

賴者」。 

（二）耶儒對抗：「寰宇非太極所生」 

晚明時期中國學者對傳教士的批判，在其內部得到了一些「回應」，至

少在不涉及宇宙起源或者「太極」問題的時候，他們也會比較客觀的理解、

譯介和評價《周易》。比如，明末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向歐洲人介紹

中國的時候，就提到過《周易》。他說： 

中國人的學術，我們不能說得十分清楚明白，……直到西元前

1123年開始的周朝，文王及其幼子周公公佈了這些數位和古代的

符號，並刊行了一本有關的書，名叫《易經》（Yechim），其中

有許多道德訓誡和有關整個國家的文獻和法令。50 

從曾德昭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周易》的介紹基本是沒有曲解的。

他既未像利瑪竇那樣拒絕《周易》的宇宙起源，也未像後來白晉那樣將《周

易》完全解釋為神學作品。他更進一步指出：「《易經》，論述自然哲學，及

事物的盛衰，也談到命運，即從這樣和那樣的事情作出的預測，還有自然

法則；用數位、圖像和符號表示哲理，把這些用於德行和善政。」51這等於

肯定了《周易》是類比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規律而作，包含「自然」的元

 
49 張西平、［義］馬西尼、任大援、［義］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30 冊，頁 215。 
50 ［葡］曾德昭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73。 
51 同上註，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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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肯定其占筮的神秘價值，即「談到命運」、「作出預測」；還肯定《周

易》在治國理政方面的重要社會作用。他的這種譯介，顯然將《周易》更

多的維度和內容呈現給歐洲讀者，而不是僅僅因「帝」或者「太極」等概

念與神學宗旨不符，就簡單地拒絕對《周易》原本思想的探索。 
可是，一旦涉及到宇宙生成的問題時，傳教士釋《易》的神學取向就

會凸顯出來。他們堅持「神」創世界的理論、信仰和唯一。比如稍晚於利

瑪竇的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認為「天主也者，是最初自立之體，是最神者，

是最純者，是最妙者，是無窮者，是唯一者。是不可變者，是無所不知者，

是有生命者，是有愛德者，是有無窮之權能者」。52如果說衛匡國只是闡明

「神」的全知、全能、全善的話，晚明的另一位義大利傳教士高一志則更

進一步地呈現「神」與「太極」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先是肯定「神」

創世界的真實性，質疑中華文明的起源。在他看來，「泰西志亞當、天主、

《聖經》中，載詳天地初年、人類元祖，及諸代相傳世系歷歷可據，以自

始迄今，尚未滿六千年爾。或以中國載開闢至堯。云千萬載何也？曰據正

典、正史、可豁此疑也」。53 
高一志的懷疑和否定，主要同當時「中學西源」與「西學中源」爭論

相關，對此爭論暫且按下不表，本文引上述高一志的話主要是為了論證傳

教士釋《易》的神學取向。換言之，在天主教神學的視域下，傳教士對《周

易》形成時間只能在「神」創製世界之後。而且，高一志認為宇宙萬物的

來源只能是「神」，「寰宇非太極所生」他說：54 

「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茲

理須詳究之，易圖注「太極先靜後動、分清分濁、輕清為天，重

濁為地，是太極似天地之原矣，動靜清濁，胥雲屬氣。……太極

之元氣，自不靈覺，則亦不能自主。55 

該論證其實跟利瑪竇駁斥「太極生天地」，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高一志反

駁的對象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以及宋明理學視域下的《周易》，而利

 
52 ［比］鐘鳴旦、［荷］杜鼎克（Ad Dudink）、［法］蒙曦（Nathalie Monnet）主編：《法國

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年），頁 386-387。 
53 同上註，頁 171。 
54 同上註，頁 179。 
55 同上註，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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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則是直接反駁提出「太極生兩儀」的宇宙創生主張的《周易》經傳。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高一志認為「太極」無法為「先靜後動、分清分濁」

提供形而上的依據。事物從靜到動需要有外部的動力支援，而「太極」由

於本身沒有「靈覺」而無法提供這種「動力」。如果太極不能促使其自身「清

氣」和「濁氣」的分化的話，那麼太極就不能生天地、生萬物，更不能成

為萬物的本源。 
高一志論證「太極」無法為清濁變化提供動力之後，又指出「太極」

也不能同「上帝」相等同。他反駁「太極即經史中所稱上帝」時所使用的

方法，56與利瑪竇的論證如出一轍。他也堅持世間有「自立者」和「依賴者」，

並且在價值上肯定了「自立者」的優先地位。他認為當提到「太極」、「生

陰陽，分五行，化萬物」的時候，「既生既分既化，體必不存矣。隨元體之

理何在乎。在虛空則依賴之理」。57換言之，太極生天地的過程本身，就決

定了「無極」、「太極」、「理」的分化。一旦這些作為本體的概念開始分化

解體，這些內容就無法作為「自立者」，為宇宙的創生提供終極依據。因此，

在神學視域下的《周易》詮釋，必然將「太極生天地」排除在外。只有全

知、全能、全善的「神」，才能是宇宙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也是耶穌會士同

儒家《周易》「太極」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恰恰是在這種矛盾張力之中，

晚明傳教士釋《易》的基本模式得以體現，即堅決維護「神」在詮釋《周

易》過程中的優先地位。 

四、「東方《聖經》」：清初傳教士對《易經》性質的改造 

如果說晚明時期，利瑪竇等人對《周易》的詮釋，還是以一種外在的

方式，將《周易》視為異質的文化和典籍，來彰顯其釋《易》的「神學優

位取向」的話，那麼清初的傳教士則通過改造《易經》的性質，並將該書

納入到天主教的神學體制之中來實現。當時著名的來華傳教士白晉及「索

隱派」的學者「真的相信《周易》中的圖形、符號、八卦、六十四卦和數

位就是神留在中國的資訊」。58白晉認為《周易》中記載的內容跟「諾亞在

 
56 ［比］鐘鳴旦、［荷］杜鼎克、［法］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

冊，頁 183。 
57 同上註，頁 186。 
58 Sophie Ling-chia Wei, 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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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中保存下來的那些古籍是相同的。因為這些書中都包含了天主教的原

始啟示」。59他藉此認為天主教並非外來的宗教，而是在中國本身就存在的

「相當古老的宗教」。60他經過細緻的考察發現，《周易》中的諸多表達，同

《舊約》有相似之處，他提到：「觀自然歸於大《易》天學心學之大，即合

於天主《聖經》之道者，則可決為之真傳。」61於是對白晉釋《易》論證的

考察，需要從哲學和神學兩個角度入手。 
一方面，白晉認可《周易》是充滿智慧的哲學著作，而且在價值的判

斷上面，不再認為自亞里士多德而來，並被利瑪竇和高一志等人所運用的

「自立者」和「依賴者」，可以用來衡量和判斷《周易》的價值。雖然「大

部分耶穌會士至今認為《易經》這本書充斥著迷信的東西，其學說沒有絲

毫牢靠的基礎」，但白晉認為「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里士

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易經》這本書中蘊涵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

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62這等於在價值判斷上，

肯定《周易》所在的中國哲學同古希臘哲學具有同等地位，繼而也等於間

接肯定《周易》宇宙生成論和「太極生兩儀」的存在意義。 
另一方面，由於利瑪竇等晚明時期的「傳教策略」，雖然以中國人所熟

悉的文字和語言傳播「神」的福音，但是白晉清醒地意識到，「雖說康熙皇

帝是個政治家，但他如果對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懷疑，就絕不會許

可天主教的存在」。63因此，白晉在神學層面也積極證明《周易》與《聖經》

的相關性。例如陳欣雨發現，白晉在《大易原義內篇》、《易學外篇》和《易

鑰》等著述中，表達這樣一種想法： 

造物主造先天萬物之功六日而成；天主聖子降生為人以後，造後

天救世之功，亦六日而成；千年為一日，均為六千年，並且造物

主創世紀與救世主降臨亦是六千年之遠。六千年不僅象徵《聖

經》中創世紀之六日，第七日為休息日，「古必每七日罷工，報

 
59 ［德］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著，李岩譯：《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124。 
60 同上註。 
61 ［法］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著，耿昇譯：《中國哲學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269。  
62 參見楊宏聲：〈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之《易》說〉，頁 41-51。  
63 賴貴三：《東西博雅道殊同：國際漢學與易學專題研究》，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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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反始之禮」，亦剛好對應〈乾〉卦之六爻以及〈復〉卦中所講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64 

白晉不僅在創世的方面肯定了《聖經》和《周易》的相似，還用八卦的「創

世及三位一體」，來說明「中國人的心靈」契合於天主教的教義。白晉指出，

《周易》很可能是諾亞的兒子閃（Shem）的後代創製的。中國的《周易》

實則是天主教《聖經》的派生物，中國的文化與天主教文化一脈相承。繼

而，《周易》具有神學的庇佑，其「太極生兩儀」的宇宙生成論，也獲得了

相應的合法性。 
於是，天主教和《周易》在晚明時期的矛盾問題迎刃而解。《周易》既

然作為「神」留在中國的啟示錄，那麼其「帝出乎震」和「太極生天地」，

均可以獲得宗教的合法地位。即便上述提到的「七日來復」等表達和言說

方式，同《聖經》提到的「創世七日」有所出入，但白晉堅持認為二者的

實質內容是相同的。至此，傳教士內部才完成從拒斥《周易》到接納《周

易》的轉變。既然《周易》既是「神」的後代所作，又是諸多「神」留在

中國的啟示，該書便不再是異質的思想資源，而是神學體制內的東方力量。

明末清初傳教士理解、翻譯和詮釋《周易》的時候，不管他們是拒絕還是

接受，其背後都有「神學優位」的取向。在「神」創世界的圖譜中，「神」

先創造了《周易》，然後《周易》再演化為「太極生兩儀」的宇宙生發模式。 
白晉的學生馬若瑟，也基本認同這樣的主張，而且他對《易經》的理

解和分辨，更加地仔細。比如，他閱讀和研究《朱子全書》，然後從中找到

「天」的解釋。即「我們必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錯。『天』有時候只意味

著我們頭頂的藍色蒼穹，有時候指的是『理』，但有時候又意味著宇宙的主

宰」。65對待「帝」等涉及到兩種文明都提到的詞彙，他則更加地小心和謹

慎。不能簡單地說《易經》就是「東方的《聖經》」，即便當時的學術風氣

確實需要給予《易經》以合理的地位。在他與白晉的通信中，不難發現他

其實對《易經》保持了安全的距離。換言之，他不認可白晉的觀點：「《易

經》是人類創作的最完美、最偉大、最令人增長知識、最神聖、最有益的

著作。」66他說到如果有人反對白晉的思想，白晉就完全聽不進去。在他評

 
64 陳欣雨：《白晉易學思想研究：以梵蒂岡圖書館見存中文易學資料為基礎》，頁 160。  
65 ［丹麥］龍伯格（Knud Lundbæk）著，李真、駱潔譯：《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鄭

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139。 
66 同上註，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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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白晉和傅聖澤（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的時候，他還是認

為他們將「三才之道」同「三位一體」的比附，過於簡單和隨意。在馬若

瑟看來，即便當時耶穌會士對中國的典籍更加了解，更能分辨出「天」或

者「神」在中國語境中的多重含意，但白晉的作法仍然值得肯定。白晉「為

自己和我們找到了一條可以向中國人展示天主教基本教義的美妙方法，那

就是告訴他們這些教義很早就存在于他們的古籍之中」。67這樣，「神」仍然

處在「優位」，成為理解和詮釋《易經》的重要原則。而且這種「神學優位」

的釋《易》方法，在英語世界中影響非常深遠。 

五、「神學範式」：明清之際傳教士釋《易》的模式及影響 

雖然白晉對《易經》的詮釋，依然堅持「神學優位」，即站在神學的立

場和角度來解釋《易經》的內容。但他釋《易》的「神學範式」，已經同晚

明時期有所差別，天主教不再是「一神論」和「排他性」的宗教，而是從

內部接納了《易經》作為「東方的《聖經》」，給予《易經》以神學的合法

地位，以及同等的哲學價值。正如鐘鳴旦所發現的那樣，《易經》傳入西方

後，天主教的「神」從單數大寫的「God」，變成複數小寫的「gods」。68而

且，白晉的「索隱派」，也給傳教士向漢學家的轉變以諸多啟發。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將白晉的「索隱」方法，同中國固

有的訓詁和考據結合起來，形成後來歐洲漢學家普遍使用的語文學

（philology）方法。他對《易經》的研究，雖然不再受制於傳教這一使命，

但是其翻譯的《易經》英譯本中，仍然有著天主教神學的底色。他的英譯

本《易經》中仍然將「帝」翻譯為單數大寫的「God」，69即天主教所強調

的唯一的神「Deus」。但這種翻譯模式，仍然不影響他對《易經》性質的判

定，他根據李光地（1642-1718）《周易折中》經傳分離的方法，將《易經》

中的經部分視為珍貴的典籍，「是繼《書經》和《詩經》後中國第三古老的

歷史資料，它記錄了商周時期的文王和周公的歷史事件」。70但商周時期的

 
67 ［丹麥］龍伯格著，李真、駱潔譯：《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頁 155。 
68 Nicolas Standaert, “Don’t Mind the Gap: Sinology as an Art of In-Betweeness,” Philosophy 

Compass 10.2 (2015): 91-103. 
69 具體內容可以參見《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理雅各譯本的《易經》，可獲知更多的翻譯內

容。《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參見：https://ctext.org/book-of-changes?searchu=%E5%B8% 
9D，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70 張麗麗：《衛德明易學哲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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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件，只能解釋到〈屯〉卦，後面的六十一卦則無法延續該研判。後

來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借用顧頡剛的「層累的歷史觀」，才解

決理雅各「以史解《易》」無法連續的困境。 
韓子奇認為，理雅各開闢了西方易學研究的「文本派」，而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1873-1930）則開啟了「實用派」的研究模式。前者重

視訓詁和考據，以語文學的方法來考證卦爻辭的製作年代和真實性；後者

重視《易經》對宇宙人生的現實啟示意義。71既然「文本派」保留明末清初

的「神學優位」的底色，那麼「實用派」的情況究竟為何呢？從貝恩斯夫人

（Cary F. Baynes，1883-1977）翻譯的衛氏英譯本《易經》來看，他們依然

以「神學範式」為底本來解釋《易經》。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在序言中提到，〈鼎〉標誌著「中國宗教的頂峰」暗示著「上帝的最高啟示

出現在先知和聖賢身上」。72衛禮賢自己在翻譯時，則交替使用「God」和

「gods」，他在介紹「乾坤生六子」的時候，也提到《易經》中宇宙生成論

的「擬人化」特徵。但他仍然否認其宇宙論的價值，認為「乾坤及六子」，

「所代表的是功能而非實體本身」。73他這種「神學底色」的詮釋路徑，並

未影響他利用《易經》的占筮功能來溝通宇宙並進一步理解人生。而且他

的兒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雖然在〈《易經》中的天地

人〉中，承認《易經》是「宇宙的原型」，74具有本體論價值，但他在解釋

該書的時候，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天主教神學的影響。例如，他對《易經》

中「邑」的解讀，保留了「上帝之城」的永恆性。75 
英語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周易》譯本，大多帶有神學取向。如麥麗芝

（Thomas McClatchie，1812-1885），將《周易》中的「上帝」，翻譯為「the 
First Emperor」，並在腳注中寫到「the Chinese Jupiter, the Emperor of gods 

 

年），頁 13。 
71 Hon Tze-ki, “A Comparison of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315-336. 
72 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ans. Cary F. Bay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46. 
73 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101. 
74 Hellmut Wilhelm,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even Eranos Lectur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 5. 
75 張麗麗：〈衛德明易學宇宙論思想研究〉，《周易研究》2017 年第 2 期，頁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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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n」（中國的丘比特，人神之主）。76其中，因為「Jupiter」（丘比特）

是古希臘最高的「神」，因此「上帝」被其譯為「中國最高的神」。直至今

日，理雅各和衛禮賢的英譯本《易經》，仍然將「帝」翻譯為「God」。甚

至英語世界 2014 年新出，最富盛名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易經》譯本

仍然在個別處將「帝」翻譯為「God」。 

六、結語 

從明代早期的學術風氣不難分析出，程朱易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影響

非常深遠，以致於當代的學者們，也往往將研究聚焦在宋代時期，而對明

代的易學關注較少。但實際上，明代易學「百花齊放」的狀態下，海外的

傳教士的易學，也值得被挖掘並呈現出來。一方面是因為，它作為海外易

學發展的源頭，其釋《易》的「神學優位」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至少

現當代歐美地區的兩大易學研究派別「文本派」和「實用派」的研究底色，

都賡續了天主教的神學傳統。也恰恰是因為傳教士們釋《易》時的「曲解」、

「誤讀」和「改造」，使得《易經》順利的進入歐美地區，並發生後期西方

研《易》釋《易》的多次發展浪潮。 
這種跨文化的交流互動，對耶穌會士「一神論」的宗教傳統，也產生

明顯的衝擊，使得傳教士內部發展出「多神論」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為，

海外的易學研究模式可以作為「他者」，展現《易經》詮釋和理解的更多的

維度和可能。中國傳統的釋《易》路徑，往往以《四庫全書》中提到的「兩

派六宗」為主線，77後來逐漸出現重視天道的「自然易學」和重視人道的「人

文易學」。縱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每次的思想文化繁榮，均離不開理論的

創新，明末天主教的傳入，就為當時帶來了重視「神道」的「神學易學」。

雖然該研究模式已經逐漸淡出歷史和學界的視野，但是通過介紹和評析其

發展過程，可以推知「神學優位」的解釋原則仍然影響著現當代的海外易

學。作為明清之際跨文化互動的產物，耶穌會士的釋《易》的「神學優位」

取向，值得進一步被關注和研究。 
【責任編校：朱怡璇、鐘婕寧】 

 
76 James Legge, trans.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I: The Yi K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2), p. 255. 
77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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